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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类学的传入与民国时期

经史研究的新拓展
＊

———以亲属称谓研究为例

赵满海

提要:二战以来 ,人类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西方历史研究
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中国史学界则早在民国时期就非常重视对人类学成果
的运用。在亲属称谓问题上 , 民国学者在充分继承前辈经学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 ,努力吸收西方人类学界的相关理论 ,从而在认识论 、方法论方面取得了很
大的成绩。具体表现为:在研究中较少受传统价值判断的影响;力图揭示不
同文化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将民族志材料引入比较研究的领域;在引进理
论时具有强烈的学术批判意识 , 有力地推动了学科的进步。

关键词:亲属称谓理论　历史研究　经学研究

　　近年来 ,有关人类学与历史研究之间关系的讨论逐渐成为学术界

的热点问题 ,不仅有大量论文发表(如:萧凤霞等 , 2007;王铭铭 ,2007;

魏爱棠 ,2006;侯杰 , 2005;桑兵 , 2005;刘志伟 , 2003;熊芳芳 , 2003;赵世

瑜 、梁勇 ,2005;周泓 、黄达远 , 2005),而且出现了注重跨学科研究取向

的学术杂志《历史人类学学刊》 ,该学刊在征稿启事中提出:“本刊发表

具有人类学视角的历史研究和注重历史深度的人类学研究论文 。”①这

些对于促进历史学的发展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其实 ,早在民国时期 ,不少前辈学者在研究古史的过程中就非常重

视吸收人类学理论 、方法与材料(李安宅 ,1930;郭沫若 ,1982 1931;林惠

祥 ,1934;冯汉骥 ,1989 1937 ,1941;吕思勉 ,1940;沈文倬 ,1946 ,转引自沈

文倬 , 2006:864;岑家梧 , 1946;徐中舒 , 2006 1945 , 2006 1948;芮逸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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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1949;李玄伯 , 1949)。对于他们所做出的贡献 ,近来有个别论著

从民族学史的角度加以描述 ,他们认为民国时期的民族学界有一个南

派 ,注重采用文化人类学理论解释中国古代典籍 ,旨在重建中国上古

史。有些学者在研究某些先秦史专题如国家与文明的起源 、中国古代

的礼仪制度 、风俗习惯 、宗教信仰等问题时略微提及 ,多属就事论事 。

国外有些史学史著作深入分析了人类学对于西方历史研究的发展所发

挥的作用 ,对中国学者在民国时期取得的成绩则鲜有提及 。考虑到民

国学者在采用人类学理论 、方法 、材料推动历史研究中所取得的重大成

就 ,目前的研究还显得不够系统 、深入 ,还鲜有人具体解答诸如此类的

问题 ,如民国学者在哪些方面超越了古人的研究? 文化人类学知识在

这些学者的知识结构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当时的学者援引人类学

知识的认识论基础是什么 ?他们的观点与方法对现在的历史研究有何

启发 ?

有鉴于此 ,本文将以古今学者对《尔雅·释亲》所载“甥”的称谓的研

究为线索 ,通过比较他们对具体问题的解释 ,揭示出现代学术对古代学

术范式的继承与创新 。之所以选择这个问题为切入点 ,主要有两点考

虑。首先 ,《尔雅》本身是经学作品 ,但《释亲》篇记载的亲属称谓多与先

秦时期的有关文献记载吻合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先秦时期的亲属关

系 ,故而成为先秦史研究的重要资料 。这段文献在古代学术界就有很

大的争议 ,围绕它已经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其次 ,西方人类学界当

时已经有不少关于亲属称谓的理论 ,而这段文献恰涉及到亲属称谓的

许多方面 ,民国时期的不少学者从国外文化人类学领域吸收了相关的

亲属称谓理论 ,结合中国古代学者对《尔雅·释亲》的经史学解释传统 ,

在传承与创新中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 。

一 、学术界对《尔雅·释亲》所载“甥”的研究

　　《尔雅·释亲》将人的亲属称谓分为四个类别:宗族 、母党 、妻党与婚

姻 ,其中有关“甥”的称谓分布在妻党与婚姻两个类别中:

　　姑之子为甥 ,舅之子为甥 ,妻之 弟为甥 ,姊妹之夫为甥 。

谓我舅者 ,吾谓之甥也。(《十三经注疏》 ,1980:2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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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亲属称谓的研究源远流长 ,民国以后的研究与古代既有

一定的联系 ,也有不少区别。

(一)古代学者对《尔雅·释亲》中“甥”的解释

《尔雅·释亲》中有两条有关“甥”的记载 ,其一为“谓我舅者 ,吾谓之

甥也” ,这种称谓与我们现在生活中的舅甥关系是一致的 ,即兄弟称低

一辈的亲属姊妹之子为甥 ,对方则称自己为舅。另一条为“姑之子为

甥 ,舅之子为甥 ,妻之昆弟为甥 ,姊妹之夫为甥” ,前两句“甥”是对卑辈

亲属的称谓 ,后两句“甥”却是对平辈亲属的称谓。这种现象很早就引

起古人的注意 ,并试图从各种角度做出解释。

对于“谓我舅者 ,吾谓之甥也” ,前人争议不大 。关键在于如何理解

“姑之子为甥 ,舅之子为甥 ,妻之昆弟为甥 ,姊妹之夫为甥” 。东晋郭璞

提供了两种解释 ,第一种为“四人体敌”说:“四人体敌 ,故更相为甥”

(《十三经注疏》 ,1980:2593)。所谓体敌 ,指彼此地位相等 ,不分上下尊

卑。四人体敌就是指姑之子 、舅之子 、妻之昆弟 、姊妹之夫彼此地位相

等 ,不分上下尊卑。清人俞樾接受了这种看法并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解

释。俞樾的思路是这样展开的 ,第一 ,根据《尔雅·释亲》“谓我舅者吾谓

之甥”的原则 ,男子可以称姊妹之子为甥 。由于在文献中有称父之姊妹

为姑姊 、姑妹的说法 ,所以姑姊姑妹之子也可以被称为甥。第二 ,姑之

子由舅之子而得名 ,所以姑之子为甥 ,舅之子也为甥 。第三 ,母党与妻

党都是外姓之亲 ,二者都有一些相同的称谓 ,但母党尊于妻党 ,如男子

称妻之父为外舅 ,却称母之昆弟为舅;同理 ,男子称自己母亲的昆弟之

子(即舅之子)为甥 ,于是“妻党之甥移而属之妻之昆弟” 。第四 ,妻之昆

弟是由姊妹之夫而得名的 ,既然称妻之昆弟为甥 ,也应当称姊妹之夫为

甥 ,这也是互相称甥的体现(见俞樾 , 1998:1375-1376)。俞樾的第一

点分析存在很大的困难。男子称姊妹之子为甥没有什么疑问 ,文献中

有姑姊姑妹的记载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从前一个原则直接推论出男子

称姑姊姑妹之子为甥缺乏过渡 ,因为这是表达了两个不同辈份的亲属

范畴 ,却使用了同一个称谓。他的论证既没有理论上的说明 ,也缺乏强

有力的旁证。姑之子为甥又是整个论点的基础 ,所以他的整个论证体

系还有待于完善 。其次 ,在他的论证体系中 ,从称舅之子为甥到称妻之

昆弟为甥的分析缺乏过渡 ,说得太模糊 。不过 ,他的分析也有一定的合

理性 ,如他在推论中有一个重要依据即姑之子由舅之子得名 ,妻之昆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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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姊妹之夫得名 ,这个推论是可以成立的 。如我(男性)称父之姊妹之

子为姑之子 ,对方则称我为舅之子;我妻子的昆弟反过来称我为姊妹之

夫。当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舅之子由姑之子得名 ,姊妹之夫由妻之

昆弟得名。古代文献中确实有将四类称谓称为外兄弟 、内兄弟 、婚兄

弟 、姻兄弟的说法 ,既然可以互相称为兄弟 ,从理论上来说也可以使用

同一个称呼。不过这些称谓的出现要晚于《尔雅》 。郭注的体敌之说充

其量只能说明四类亲属关系为何可以使用同一称谓 ,却无法解释这类

亲属关系与甥舅之甥何以用同一称谓。

郭璞的另外一种解释为“甥犹生也”(《十三经注疏》 ,1980:2593)。

但郭氏的注解过于简单 ,后人对此做了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认为这

段话中的“甥”与《释亲》下文“谓我舅者吾谓之甥”所说的“甥”意义不

同。如清人周春认为“`姑之子为甥' 四句 ,四`甥' 字俱止当`生' 字解 ,

故曰通称 ,与下文`谓我舅者我谓之甥' 不同”(周春 ,1996:1718)。有些

学者进一步认定此处的甥是一个假借字 ,其本字应该是“生” 。如清人

郝懿行认为 , “此四`甥'字 ,并`生' 之声借”(郝懿行 ,1996:1719)。此外

清人戴 也采取了类似的观点(戴 , 1996:1719)。他们大多采用《释

名·释亲属》中的一句话解释“生”的意思 ,即“妻之昆弟曰外甥 ,其姊妹

女也 ,来归己 ,内为妻 ,故其男为外姓之甥。甥者 ,生也 ,他姓子 ,本生于

外 ,不得如其女来在己内也”(王先谦 ,1984:157)。按照这种观点 , “生”

应该解释为出生 。

有些学者则对假借说提出批评 。如清人朱骏声从声训上认为这种

解释是“借甥为生” ,但他认为 ,“《释亲》所以正名 ,不得有假借。而姑之

子为外兄弟 ,舅之子为内兄弟 ,妻之 (昆)弟为婚兄弟 ,姊妹之夫为姻

兄弟。既有定称 ,岂得又相甥乎 ?”并由此对这段记载产生了极大的困

惑 ,“经义有万难解者 ,宜从盖阙”(朱骏声 , 1984:862)。清人王筠则根

据《尔雅·释亲》中的这样两句话:“妇之党为婚兄弟 , 之党为姻兄弟” ,

推断“舅之子 ,是母之党也 ,既为兄弟 ,则姑之子亦当报之曰兄弟矣。妻

之昆弟是妇之党也 ,既为婚兄弟 ,即姊妹之夫 ,亦当报之曰姻兄弟矣 。

既为兄弟而又互相甥 ,此名之不正也” 。他还指出 ,婚兄弟 、姻兄弟之称

见于《礼记·曾子问》 、《春秋公羊传》僖公二十五年 。舅之子称为内兄

弟 、姑之子称为外兄弟 ,则见于郑玄的注解。“其互相甥之说 ,则不见于

经 ,并不见于注” 。他的最终结论是“《尔雅》本出众手 ,故互相抵牾也”

(王筠 ,1998:557)。俞樾也不赞成郭璞的第二种解释 ,理由是“疑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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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借字 ,非《尔雅》正名百物之旨矣”(俞樾 ,1998:1376)。三人不约而

同地以《尔雅》为正名之书为由怀疑《尔雅·释亲》或古注 ,足见价值判断

在经学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既然郭璞的两种解释都难以成立 ,这两种不同的亲属范畴又确实

使用了同一种称谓 ,那么 ,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现象呢? 有学者们从

其他角度对这种现象提出自己的理解。

有一种解释与现代人类学所说的子从亲称(指子女跟从父母用同

一种称谓称某些亲属的习俗)类似 。如宋代学者陆佃认为 , “姑之子为

甥” ,是“以吾父谓之甥故也” ;“舅之子为甥” ,是“以吾母谓之甥故也” ;

“妻之昆弟为甥” ,是“以妻称吾父为舅故也”;“姊妹之夫为甥” ,是“以称

吾父为舅故也”(陆佃 ,2001:380)。清末于鬯则明确提出这类称谓属于

“子效父称”的现象:“四者我父皆得甥之 ,至于我则是外兄弟 、内兄弟 、

婚兄弟 、姻兄弟也 。乃不曰兄弟而亦曰甥 ,岂非效父之称乎?”(于鬯 ,

1984:1109-1110)但是对于舅之子 、妻之昆弟为何能以我的父亲为舅 ,

二人都没能很好地解决。

段玉裁也从《尔雅》具有正名功能的角度对四者体敌的观点提出批

评 ,他认为称姑之子 、舅之子 、妻之昆弟 、姊妹之夫为甥的主语是我的父

亲而不是我 ,即“姑之子 ,吾父母得甥之;舅之子 ,吾母 之 ,吾父得甥

之;妻之昆弟 ,吾父母得甥之;姊妹之夫 ,吾父母 之而甥之 。是四者皆

舅吾父者也” 。《尔雅》将这段文字列在一起 ,是为了说明“舅之子 、妻之

昆弟称吾父皆曰舅 ,不似后世俗呼也 。其立文如此者 ,从其便也” 。并

且认为自身呼这些亲属为甥不符合正名的原则 ,因为“吾姊妹之夫 ,吾

父既甥之矣 ,吾又呼之为甥 ,此岂正名之义乎? 姑之子为外兄弟 ,舅之

子为内兄弟 ,妻之昆弟为婚兄弟 ,姊妹之夫为姻兄弟 。既正其名矣 ,又

安得淆之乎 ?”(段玉裁 ,2000:699)芮逸夫认为段玉裁这段话暗含子随

亲称的含义 ,即四者都以我的父亲为舅 ,所以我的父亲称之为甥 ,我也

跟随父亲称他们为甥 。但段氏的解释建立在增字解经的基础上 ,并没

有坚实的基础 ,如果说姑之子与姊妹之夫可以称作我父之甥有一定的

文献依据 ,舅之子与妻之昆弟称作我父之甥则缺乏证据 。此外 ,段玉裁

只是说四者皆为我父之甥 ,而非我之甥 ,所以这与人类学界所说的子随

亲称并非一回事 。

上述古典学者对四人同称为甥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并注

意到亲属称谓与子从亲称的习惯之间的联系 ,为现代学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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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但总体来说他们还只能局限在经书中加以讨论 。

传统经学在清代达到了高峰 ,清代学者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体现

了很大的局限性 ,如不自知经学有自身的有限性 ,缺乏与外界的比较与

反思 ,从而不能认识自身的本质(刘家和 ,2006)。亲属称谓是一个在世

界上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它与社会结构 、语言 、心理等多种因素有着

密不可分的关系 。而传统经学在方法上过分强调语言学的角度 ,很难

把这个问题放到社会史 、世界史的视野下去研究。当然 ,在传统的知识

范围之内 ,这些局限性很难被突破 。民国以来 ,随着文化人类学亲属称

谓理论的传入 ,中国学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前进 ,取得了很大的

成绩 ,对学科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亲属称谓理论的传入与民国学术界对“甥”的新解释

西方人类学家很早就注意到亲属称谓的现象 ,如梅因 、巴霍芬 、麦

克伦南 、库朗热等学者都讨论过这个问题(瑟维斯 ,1997:3-15)。摩尔

根“对亲属制与社会的关系 ,首创了统一的研究方法”(伊根 ,1987:79)。

他在《古代社会》中提出这样一种思路:亲属称谓与人类历史上的婚姻

形态紧密相关。人类曾经历过五种婚姻家族形态 ,即血婚制家族 、伙婚

制家族 、偶婚制家族 、父权制家族 ,以及专偶制家族。在这五种家族形

态中 ,第一 、二 、五种形态最为重要 ,并建立了与之相对应的三种亲属制

度 ,即马来亚式亲属制 、土兰尼亚式亲属制 ,以及雅利安式 ,或闪族式 ,

或乌拉尔式亲属制。家族形态与亲属称谓的发展变化并非同步进行 ,

亲属制度可以在婚姻形态变化以后仍然保留一段时间 ,所以从亲属称

谓中可以推断出已经消失了的婚姻形态(摩尔根 ,1995:382-391)。摩

尔根的观点公布之后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 ,如克罗伯认为 ,亲属称谓与

婚姻形态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 “亲属关系名称反映了心理状态 ,而不

是社会状况。它们主要由语言所决定 ,而只有极为慎重方可将它们用

于社会学的推理当中”(克罗伯 , 1997 1909:92)。也有学者从总体上同

意摩尔根的观点 ,但在具体细节上则有修改 。如里弗斯认为亲属称谓

与婚姻形态具有一定的联系 ,在实行交表优先婚姻时 ,将导致“妻之父 ,

母之兄 、弟和父之姊 、妹之夫同称 ,妻之母 ,父之姊 、妹和母之兄 、弟之妻

同称;以及堂兄 、弟 ,表兄 、弟和妻之兄 、弟 ,姊 、妹之夫同称;堂姊 、妹 ,表

姊 、妹和夫之姊 、妹 ,兄 、弟之妻同称”(Rivers , 1914:44-45[ Kinship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转引自芮逸夫 ,1989:996)。罗维认为地球上各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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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都有关于交错从表婚的记载 。在这种婚姻制度的影响之下 , “女子用

同一字称呼丈夫与姑舅表兄弟 ,男子也用同一字称呼妻子与姑舅表姊

妹。更进 ,男子对妻之兄弟称呼起来可以和姑舅表兄弟一样 ,女子称夫

之姊妹亦可以与姑舅表姊妹无异”(罗维 , 1935:39)。这两人都认为在

交表婚制下 ,表兄弟与妻之兄弟 、姊妹之夫用同一种亲属称谓。这些范

畴正好与《尔雅·释亲》记载的“姑之子” 、“舅之子” 、“妻之昆弟” 、“姊妹

之夫”相对应。

上述理论观点传入中国后 ,民国时期的学者们开始采用不同的理

论对“甥”的称谓加以解释 。有些学者不仅接受了摩尔根亲属称谓反映

婚姻形态的观点 ,而且采用了他有关人类婚姻发展史的具体观点 。如

郭沫若认为摩尔根所描述的人类婚姻发展史对中国也是适用的 ,即人

类先后经历过杂交 、血族群婚 、亚血族群婚及一夫一妇制。所谓亚血族

群婚即由异姓的兄弟群与姊妹群互为婚姻 ,兄弟共多妻 ,姊妹共多夫 。

与这种婚姻对应的家庭摩尔根称之为普那路亚家庭 。在郭沫若看来 ,

“姑之子为甥 ,舅之子为甥 ,妻之昆弟为甥 ,姊妹之夫为甥”正是亚血族

群婚的遗迹 。在这种婚制下 , “姑舅乃互为夫妇者 ,姑舅之子即妻之昆

弟 ,妻之昆弟亦即姊妹之夫 ,故统于一名 。后世婚姻之制已异于古 ,而

四人之称谓尚仍旧贯 ,人亦习以为常而不怪矣”(郭沫若 ,1982 1931:22 、

34)。所谓“姑舅乃互为夫妇者” ,当指在亚血族群婚下 ,我父亲的姊妹

们集体与我母亲的兄弟们婚配 ,这两个集团属于异姓集团 。如若当时

是母系制 ,则我从母亲的姓 ,姑舅之女当从姑的姓 ,所以我与姑舅之女

可以继续婚配而不违背外婚制原则 。

随着国外学术界对古典进化论的批判 ,不少中国学者也放弃了摩

尔根的婚姻家庭史进化模式 ,改而采用里弗斯的观点来解释上述有关

“甥”的记载。

林惠祥是较早采用此观点的中国学者 ,他认为我国以前至少在一

部分地方盛行过姑舅表婚 ,甥的称谓就可以作为证据 , “甥字现在只用

以称姊妹的子女 ,在古时则`姑之子为甥 ,舅之子为甥 ,妻之 (兄)弟为

甥 ,姊妹之夫为甥' (《尔雅》),可见姑表舅表与妻兄弟及姊妹夫都称为

甥 ,姑表舅表原是母方及父方的亲属 ,妻兄弟及姊妹夫则为己身及同胞

由结婚而有的亲属 ,其名称相同可见两方即是一方” 。此外甥字也用以

指婿 ,如所谓“馆甥”(《孟子》)。“婿何以谓之甥? 这只可照上述古训以

甥称姑表及舅表的例推论其由于姑舅表的结婚而致”(林惠祥 ,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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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68)。①这就在引进新理论解释传统文献材料方面为传统经学的

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但是仍然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要对这四类亲属

使用“甥”这一称谓。

冯汉骥则在婚姻形态之外加入了心理因素的考虑 。在他看来 , 《尔

雅》中的“甥”的本义是指姑之子 、舅之子 、妻之昆弟 、姊妹之夫 ,这四种

用法可以“从双向型的与姊妹互换婚相伴随的交表婚中得到解释”(冯

汉骥 ,1989 1937)。他在另一篇文章中称这种婚姻为“双系的”交表婚

姻制 ,即“己身能与舅姑之子女互为婚姻是也” 。“在双系的交表婚姻制

之下 ,己身若不与舅之女为婚 ,即与姑之女为婚。故姑之子 ,舅之子 ,妻

之昆弟 ,实际上实属相等 ,故可以一名词统之也。又若在双系的交表婚

姻制之下 ,姑之子 ,或舅之子 ,娶己身之姊妹为妻(彼等均系交表亲属 ,

故可为婚。如是则为互相交换姊妹为妻矣),则己身姊妹之夫 ,与姑之

子 ,舅之子 ,妻之昆弟亦属相等 ,故皆可以`甥' 名之也” 。那么 ,这四种

亲属关系所用的“甥”与称姊妹之子为“甥”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冯汉骥

看来 ,“甥”的本义为舅之子 ,姑之子 ,姊妹之夫及妻之兄弟。“其姊妹之

子 、女之夫亦曰甥者 ,乃其后来之引申也 。详而言之 ,在交表婚 、姊妹交

换婚及内 女婚制之下 ,姊妹之子可与己之女为婚(交表婚),姊妹之夫

亦可与己身之女为婚(内 女婚),如是则姊妹之夫 ,姊妹之子 ,女之夫 ,

在亲属关系上 ,实属相等 。又如 ,舅之子与己身之姊妹为婚(交表婚),

则亦可与己身之女为婚(内 女婚)。故舅之子 ,姊妹之夫 ,女之夫 ,在

亲属关系上亦属相等 。综合言之 ,则舅之子 ,姑之子 ,姊妹之夫 ,妇之兄

弟 ,姊妹之子 ,女之夫 ,在亲属上均为相等之关系 。故用`甥' 一名词以

统之 ,亦无不可也”(冯汉骥 , 1941:195 、198)。② 在这个问题上 ,冯氏的

观点发生过一定的变化。他在 1937年曾经指出 ,在封建时期 , “甥”用

来指六种亲属关系 ,即(1)父之姊妹之子;(2)母之兄弟之子;(3)妻之兄

弟;(4)姊妹之夫;(5)姊妹之子;(6)女儿之夫 。“前四种意义可以从双

向型的与姊妹互换婚相伴随的交表婚中得到解释 ,后两种意义大概要

根据双向型的与娶兄弟之女相联的交表婚来解释……然而 ,如果我们

考虑到这一事实:与妻之兄之女发生的婚姻仅仅是一种在贵族中间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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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合法的乱伦' ,它从未发展成为普遍实行的婚姻形式;那么我们用

`从儿称呼' 来解释`甥' 的后两种用法就显得较为合理 、较为简便 。在

交表婚存在的条件下 ,姊妹之子和女儿之夫都将是`己身' 之子之甥 ,而

`己身' 只不过借用了儿子所用的称谓来称呼他们罢了”(冯汉骥 ,1989 

1937:48-49)。

芮逸夫的解释综合了婚姻形式与心理因素 ,在他看来 ,甥的本义原

为姊妹之子 ,称姑之子为甥是受了“子从亲称”的影响。具体来说 ,父称

其姊妹之子为甥 ,己身从父而称姑之子为甥。在交表婚制下 ,姑之子 、

舅之子 、妻之昆弟 、姊妹之夫同为一人 ,所以都使用了“甥”这一称谓(芮

逸夫 ,1947)。

不过 ,自里弗斯提出自己的观点之后 ,也有学者表示质疑。如魏斯

勒认为 ,婚姻形态与亲属称谓也有不一致的时候 ,所以里弗斯的观点能

否成立取决于统计学的成果(魏斯勒 ,1935:187)。罗维在承认交表婚

能够影响到亲属称谓的同时也指出 ,其他因素可能也会影响亲属称谓 。

莫道克(G.P.Murdock)研究了世界各地的 250族群的亲属称谓和婚姻

制的相关性 ,其结果证明里弗斯的观点是可信的 , “凡行姊 、妹交换婚的

族群 ,大都可以发现亲型(kin-type)的相同……一个社会大部分的婚姻

为交表兄 、弟的配偶时 ,则将变成某些亲型的相同 ,因而用同样的亲属

称谓”(Murdock ,1949:172 ,转自芮逸夫 ,1989:996)。

如果说交表婚姻能影响到对不同类别的亲属使用同一种称谓 ,而

根据林惠祥 、冯汉骥 、芮逸夫等学者的解释 ,有关“甥”的称谓的记载正

好反映了中国古代实行过这种婚姻 。那么就有必要证明中国古代真正

实行过这种婚姻制度 。冯汉骥认为中国曾经实行过“强制性”的交表

婚 ,但这种婚姻在春秋以前或殷周之际 ,已经失掉了“强制性” 。那么如

何来证明中国古代实行过强制性的或优先性的交表婚呢? 他的论据就

是《尔雅·释亲》中有关“舅”“姑”“甥”等三种称谓的记载 ,其实这个只能

作为旁证而不能作为直接的证据。在这个问题上 ,芮逸夫 、岑家梧也未

能提出新的更有力的论据与论证。

建国之后 ,这方面的论证有所增强。黄淑娉认为 , “我国古代周族

姬 、姜两姓世通婚姻 ,达千年之久 ,反映了周族母系氏族时代交错表婚

的延续”(黄淑娉 ,1987)。谢维扬在详细列举了大量周代实行交错表婚

的材料后指出 , “周代的姑舅表婚 ,乃是个别的 ,而不是系统的 ,更不是

强制性的 。”但他又根据周代的亲属称谓制度推断出我国古代曾经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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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和强制性的姑舅表婚阶段(谢维扬 , 2005:63)。从这个论证的思

路中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摩尔根 、里弗斯等人的影响。

其实 ,尽管姬姓的通婚范围不限于姜姓 ,但二者之间的通婚仍然占

有很大的优势。以周代最高统治者的婚配对象为例 ,就目前能看到的

资料而言 ,周代男性始祖后稷的母亲为姜原 ,后稷以 姓女子为妻 ,古

公 父之妃为太姜 ,季历之妃为太任 ,文王后太姒 ,西周自武王以下的

12位天子中有 7位都曾与姜姓通婚 ,武王后邑姜 、成王后王姒 、康王后

王姜 、昭王后房后 、穆王后王姜 、共王后王妫 、懿王后王姜 、孝王后王京 、

夷王后王 、厉王后申姜 、宣王后齐姜 、幽王后申姜(后废申后而立褒

姒)(刘启益 , 1980;谢维扬 , 2005:57-58)。其他姓氏的女子的总数尚

少于姜姓之女。除通婚之外 ,姜姓力量对于周的兴起及统治也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 。据尹盛平研究 , “古公 父奠定的姬姜联盟关系 ,不仅保

证了周族之兴和灭商大业得以实现 ,而且贯穿于西周王朝兴衰的始终”

(尹盛平 ,2005:118)。先秦古籍中有许多有关甥舅之国的记载 ,如《左

传》成公二年 ,晋侯使巩朔献齐捷于周天子 ,周天子不接见 ,派单襄公辞

谢 ,其中的一个理由即 , “兄弟甥舅 ,侵败王略 ,王命伐之 ,告事而已 ,不

献其功 ,所以敬亲 、禁淫慝也……夫齐 ,甥舅之国也” 。按杜注“兄弟 ,

同姓国 。甥舅 ,异姓国”。异姓国为什么就可称为甥舅之国呢? “齐世

与周婚 ,故曰甥舅”(《十三经注疏》 , 1980:1898)。类似的记载不在少

数。芮逸夫在系统研究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指出 ,形成中国古代甥 、舅之

称的原因不止一种 , “但显而易见的主因 ,则为我国古时天子和异姓诸

侯及卿 、大夫间 ,异姓诸侯相互间及其和异姓卿 、大夫间 ,交互通婚的传

统。由于通婚的双方相互间的心理态度 ,受了当初在国际 、君臣 、及贵

族间通行的惯例的影响 ,在语言行为上表示的结果”(芮逸夫 , 1959)。

这种通过婚姻加强政治团结的文化方式在诸侯国之间也有所体现 ,如

《左传》鲁文公二年 , “襄仲如齐纳币 ,礼也 。凡君即位 ,好舅 、甥 ,修婚

姻 ,娶元妃以奉粢盛 ,孝也 。”杜注:“遣卿申好舅 、甥之国 ,修礼以婚姻

也”(《十三经注疏》 ,1980:1839)。齐鲁之间互有通婚 ,但并非世代交互

通婚 ,不过按照《左传》的表述 ,这种国君即位后修好于传统婚姻与国的

行为符合礼的要求 ,这正好表现了交表婚对亲属称谓的深层影响 。研

究婚姻形态与亲属称谓之间的关系有很多因素需要考虑 ,我们不能单

看统计数字。

从这个角度来看 ,民国学者在利用国外人类学理论解释《尔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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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甥”的称谓时 ,为传统的经史之学增加了很多新的因素 ,促进了传统学

术的现代转型 ,至今仍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

二 、民国学者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进步

　　库恩认为 , “范式”在科学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谓“范式”

就是科学活动的工具 ,这种工具包括精神工具和物质工具:世界观 、信

念 、理论 、方法 、仪器等等 。科学活动既需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接受新的

理论或范式 ,就必须重新估价 、重组旧的理论或范式 ,这是发散式思维

的要求。但科学研究中还必须要有收敛式思维 ,即要求科学家在某个

时代科学界共同约定的一套原则和方法的约束下进行思考(金吾伦 ,

1996:192-201)。近代以来学者们对《尔雅·释亲》的研究正体现了对

这两类学术研究思路的把握。一方面 ,他们继承了古人注重语言学研

究的成果 ,另一方面则在西方人类学的影响下考虑了更多的因素来解

释中国古代的亲属称谓 ,从而把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一)民国学者在学术研究中更少受传统价值判断的影响

郭璞提出“甥”为“生”的假借字的假设后 ,引起了朱骏声 、王筠 、俞

樾等清代学者的批评 ,其批评的动机多出于维护《尔雅》的“正名”功能 。

有些学者承认了“子从父称”的历史现象 ,但在感情上仍然难以接受 。

清人邵晋涵指出 , “自周末礼教衰微 ,假人以名器 ,子效父言 ,有称从母

为姨者 。”后世学者却依照搅乱了的名分而怀疑《尔雅》的记载。“夫名

不正则言不顺 ,子效父言 ,可谓名之正乎? 《尔雅》者 ,正名之书也 。名

正而分定 ,故《丧服》经与《尔雅》同”(邵晋涵 ,2006:4136)。于鬯认为别

人没有意识到“子效父称”的现象是少见多怪 ,但“父效子称”虽有自卑

尊人之意 , “然适见人情之不古”(于鬯 ,1984:1110)。在经学作为国家

意识形态重心的年代里 ,这种谨慎小心是可以理解的。张之洞说过“由

小学入经学者 ,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 ,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

入理学者 ,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 ,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

兼经济者 ,其经济成就远大”(范希曾编 , 2000:303)。在这样的氛围下 ,

学术研究就不单纯是以个人的兴趣 、爱好为基础的求取真知的活动 ,而

是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的色彩 ,后者或多或少地会影响到前者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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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 ,经学中所包含的价值观不再像以前那么神

圣。在儒家经典研究的实践中 ,时人与古人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 。总

体来说 ,他们对经书本身不再有那么多的顾忌 ,如李安宅在《〈仪礼〉与

〈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一书中坦言:他将用社会学的眼光来研究这两

本书 ,即将这两部书看成已有社会的产物 ,分析它所用以影响其他社会

现象的那几方面 。至于这两部书的作者与成书年代则不是他关心的中

心问题。这样一来 , “就使这两部书顿然失掉它们历来保有的神秘性 ,

由着圣人的天启 , 降到社会的产物”(李安宅 , 1930:1)。周予同也在

1936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类似的看法 。在他看来 ,经学研究的现阶

段应该是在了解传统经学的基础上又有所超越 ,即“以`史' 的观点来治

`经' ,以社会科学的见地 ,发掘经典里沉埋的材料” ,如“《仪礼》里的《冠

礼》 ,是否如《礼记·冠义》所解释的这样堂皇 ? 在头发上表示社会成员

的加入盟式 ,是否和其他民族在生殖器施行割礼是同一意义? 婚礼的

亲迎 ,是否如《礼记·哀公问》所解释的尊生敬妻的理论 ?是否不是原始

社会掠夺婚的遗留? 丧礼的复礼 ,祭礼中的许多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

的仪式 ,是否如《礼记》各篇所说的所以劝孝行仁? 是否不是出发于原

始社会的有鬼论 ?将儒家理论的外衣从经典身上剥脱下来 ,用最新最

近的宗教学 、民俗学 、文化人类学的观点 ,窥探中国上古社会的真相 ,这

不是经典的较高级的分析工作吗?”(周予同 , 1983 1936:635)

与古代学者相比 ,现代学者在研究古代亲属称谓的时候没有太多

地受到“正名”观的影响。古代学者在研究亲属称谓时对于假借说可能

造成的社会不良后果有着深深的戒惧 ,而现代学者更关注的是哪些因

素导致了这种现象 ,很少考虑这种解释对维护传统道德观念的不利影

响。即使有争论 ,也是限于某些具体知识之间而不再纠缠于价值性的

褒贬 ,这就向科学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马克斯·韦伯认为 ,社会科学

家在科学研究中应该保持价值中立 ,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 ,他们

的选题要受到价值观念的影响 ,但在选定课题之后 , “他就必须停止使

用自己的或他人的价值观念 ,而遵从他所发现的资料的指引。他不能

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资料 ,无论研究的结果对他有利还是不利” 。

其次 ,事实与价值观念是两个领域 ,不可能从“实然的陈述”中抽出“应

然的陈述”(科塞 ,2007:195-196)。民国学者研究“甥”的称谓的思路

具有这种科学精神的因素 。

197

论 文 文化人类学的传入与民国时期经史研究的新拓展



(二)民国学人更多地将国内外民族志材料纳入自己的研究体系

古代学者在讨论亲属称谓时十分注重资料的搜集考辨 ,他们既用

到许多传世文献 ,也不排斥出土文献 ,如邵晋涵 、梁章钜都用铜器铭文

来加强自己的论证。近代以来 ,随着出土文献的增多 ,郭沫若 、岑家梧 、

芮逸夫等人都曾引用甲骨文或金文来讨论亲属称谓问题。此外 ,近人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 ,还大量引用国内外民族志资料来解释《尔雅·释亲》

中的相关记载。国外人类学界对亲属称谓的研究建立在对不同地区的

民族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 ,随着调查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入地展开 ,有

些理论被推翻 ,有些理论被修正。这些都使我们在认识亲属称谓的真

相上更进了一步 。从某种程度上说 ,用得自其他地区民族志的材料解

释中国的亲属称谓属于比较研究的范畴 ,也就是通过比较来确定中国

古代的亲属称谓的实质与特征 。

学者们之所以能采取这样的视野 ,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认识到社会

发展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如柳诒 于1926年指出 , “讲古史不限于专读

古书 ,最野蛮之社会可以考证最古之史事 ,学者能观其通 ,则古今一也”

(柳 ,1991 1926:103)。李玄伯的论述更加系统 , “社会学虽是一种

比较创新的科学 ,但对现代原始社会的观察 ,已经颇有可观 。人类种族

虽有不同 ,进化的途径似乎并不殊异 。现代原始社会不过人类在进化

大路上步行稍落后者 。他们现在所达到进化大路的地段 ,就是我们步

行稍前的民族的祖先 ,在若干千万年前 ,亦曾经过的地段。我们研究他

们的现在史 ,颇可说明我们的古代史”(李玄伯 ,1949:2)。① 在民族优越

感极强的年代 ,这种做法是一般人难以接受的 。近代以来 ,国外人类学

界出现了很多学术流派 ,在保持西方优越感的同时对其他民族表达了

深深的同情。在国内 ,辛亥革命的成功也为民族平等的实现创造了一

定的条件 。有些学者当时已具备了民族平等的自觉意识。如吴泽霖在

抗日战争期间就认识到 ,在民族关系上应彻底批判大民族主义 , “在文

化领域中 ,不论是语言 、文字 、习俗 、信仰等方面 ,本无所谓优劣之分”

(吴泽霖 ,1991:5)。在这种氛围下 ,借用少数民族的材料来解释中国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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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济对这类观点则表示异议 , “现在有一个最危险的学术现象 ,就是把这些可靠性不一样
的材料 ,凑在一起 ,拿来与中国某一现象比较 ,作些推论。如此应用比较法 ,我认为是一

件悲惨的事。能够避免 ,就应该避免” (李济 ,2006 1941:257)。



代文化在心理上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这种借用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发

现一些新的材料 ,更重要的是通过比较加深对我们自身的认识。

为了更好地认识本民族文化的特质 ,采取比较研究是必要的 ,但在

如何使用其他民族材料的方法上还必须特别加以注意 。我们既应该注

意到那些形同或相似的现象 ,也不应该忽视那些有差异的现象。现代

民族学调查发现 ,在不同民族之间的一些文化现象看起来相似 ,实际却

有着不同的来源与功能。

(三)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引进有助于加深对历史的理解

文化人类学对历史研究的影响决不仅仅限于提供一些可资比较的

材料 ,更为重要的是提供了新的思路。

古代学者在解决亲属称谓现象的时候 ,大多从语言文字出发又归

于语言文字 ,很少能联系当时的社会组织等因素来加以考察。虽然有

学者如尹桐阳 、于鬯等人也注意到与亲属称谓有关的心理因素 ,如子从

亲称 ,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 ,使他们无法把这种现象放在世界史的角度

下加以比较。尹桐阳也意识到亲属称谓可能与婚姻有关 ,却没有从理

论上进一步阐述二者之间的具体关系。

民国以来 ,学者的眼光更加开阔。林惠祥 、冯汉骥 、岑家梧 、芮逸夫

等学者都在国外学习 、研究过人类学(王建民 , 1997:375-412)。郭沫

若也接触过摩尔根与恩格斯的人类学理论。所以他们在研究这些问题

时既能继承古代经学研究的成果 ,又能超越之 ,从社会因素与心理因素

两个角度来综合考察这个问题 ,把亲属称谓当作一种文化与心理的综

合体 ,加深了人们对亲属称谓实质的认识。当时的学术界涌动着一个

跨学科研究的思潮 ,如章太炎认为“心理 、社会 、宗教各论 ,发明天则 ,

人所同 ,于作史尤为要领”(章炳麟 , 2000:867-868)。吕思勉认为 ,社

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是史学的根基 , “前人的记载 ,只是一大堆材料 。

我们必先知观察之法 ,然后对于其事 ,乃觉有意义 ,所以各种社会科学 ,

实在是史学的根基 ,而尤其是社会学”(吕思勉 , 1996 1941:233)。李璜

则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指出历史学与社会科学是一种互动的关系(李

璜 ,1926)。在这种学术背景下 ,上述跨学科研究成果的出现也就不足

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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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国学者在引进理论上的清晰性 、连续性与前沿性

《尔雅·释亲》记载了先秦时期的亲属称谓 ,古代经师对此作了大量

的研究 ,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 。亲属称谓又是世界上很普遍的一

个社会现象 ,国外人类学界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积累了大量民族志资

料 ,也提出了不少理论与方法:如亲属称谓的分类 、亲属称谓与社会组

织及心理因素的关系等。这类观点在 19世纪末 20世纪初问世 ,并且

在不晚于 1935年的时候出现了对此进行详细介绍的中文译本 。中国

学者在运用国外的这些理论时具有高度的鉴别力 ,并非一味盲从 。郭

沫若在写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时运用了摩尔根的理论。陈顾远在写

作《中国婚姻史》的时候接触过以交换婚解释亲属称谓的理论 ,但不知

道什么原因使他放弃了这种理论 ,又选择了古代经学的解释 。冯汉骥 、

岑家梧 、芮逸夫都在广泛了解西方亲属称谓理论发展史的基础上 ,对郭

沫若提出过批评 ,尽管他们三人的观点也不尽相同 ,但均在中外比较的

视野下以婚姻形态结合心理因素来解释中国古代的亲属称谓。他们对

古人的研究成果也不乏批判地继承与吸收(如冯汉骥对钱大昕的赞

扬),从而将这一问题推向前进 。此外 ,以前有不少国外学者也对中国

古代的亲属称谓进行过一定的研究 ,民国学者们深湛的西学功底使他

们有能力对这些动态有真切的认识 ,如摩尔根 、克罗伯 、葛兰言 、威尔金

生(H.P.Wilkinson)、陈施二氏(T.S.Chen &J.K.Shyrock)等人关于中国

亲属称谓的研究都进入了中国学者的视野。

学者们在广泛吸收国外有关理论和方法的同时也认识到他们的局

限性 ,如芮逸夫认为里弗斯与克罗伯的理论“各有其是处 ,也各有其非

处。因为亲属称谓的构成 ,有些是受了社会制度的影响而起变化 ,有些

却因了心理想法的同异而起变化;但二者都没有必然性”(芮逸夫 ,

1947)。罗常培也指出“民族中的亲属称谓颇可作为研究初民社会里婚

姻制度和家庭制度的佐证 ,不过 ,应用它的时候 ,得要仔细照顾到其他

文化因素 ,以免限于武断 、谬误的推论”(罗常培 ,2004:107)。这种认识

论上的高明见解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正是由于这些学者学贯中西 ,从而能够在继承吸收前人成果的基

础上不断开拓进取 ,在中国亲属称谓问题的研究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

他们在汲取国外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 ,不仅推动了学科的发展 ,也通过

对中国文化的深刻认识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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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new immigrants' include 4 factors , namely , cultural inclusion , psychological

inclusion , identity inclusion and economic inclusion;(2)the overall level of their social

inclusion is still low;(3) the degree of these factors present decreasing trend from

psychological inclusion to identity inclusion , cultural inclusion and economic inclusion.
These results reflect that:(1) the domestic immigrants as well as the international

immigrants call for some limited leap to achieve integrating into the new land in deed;(2)
as an immigrant area , Shanghai provides larger development space for the new comers to

advance their socioeconomic status , which explains the status of the psychological

inclusion and identity inclusion;(3) the pluralism of urban culture may promote the

cultural inclusion and economic inclusion of the newer , while the increasing cost of city

life may have an opposite effect.Therefore, the high_level integration of the newer and the
native depends on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newer , the native residents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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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resistance factor , interest expression factors and election participation factor.Regression
analyses reveal that factors of social capital influence urban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significantly.While the traditional participation manner, such as personal contact ,
remains quite important , other new ways of interest articulation emerge.Therefor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ways of urban resident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re becoming more

pl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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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Health Care Financing System will highly affect the accessibility to health

care of rural residents.The paper applies Kakwani index and PII index to analyze the

vertical equity and horizontal equity of the three main resources in rural Health Care

Financing System.The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the New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guarantees the horizontal equity but sacrifices vertical equity , the commercial insurance

embodies low vertical equity , however , serious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inequity still exists

in the self-responsibility pay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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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the World War Ⅱ , the theory of anthropology has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western historical research.In the field of Chinese history ,
scholars paid attention to the production of anthropology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kinship term , scholars of republican China made great efforts
to absorb relative theories of western anthropology on the basis of fully inheriting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 of predecessor in Confucian classics.Then they got great

achievements in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They turned out to be less influenced by

the traditional value judgment.They tried to reveal the inner relationship of different

cultural aspects and introduced the materials of ethnography into the field of comparative

study.In the process of introducing new theories , they also had strong consciousness of

academic criticism and powerfully promoted the advance of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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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tion of China.The difference of ultimate primacy between class analysis and

stratification research is that the basic assumption on social inequality for the former is of

conflictualism , and functionalist for the latter , thus the former concentrates on social

deprivation and collective action , and the latter focuses on status attainment and “market
situation” .Considering the social situation that the social conflicts tend to be more and

more intensive and radical in China since late 1990s , we should bring the class analysis

back in the research on the social inequality in China , otherwise we will fail to achieve

insightful and predictiv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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